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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的合唱活动和创作是伴随着新四军

的壮大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而发展的。众

所周知，新四军从1937年12月25日成立军部后，

历经岩寺整编和确山集结后建立了以皖南云岭

为中心的根据地，其间新四军不断贯彻中共中

央东进、北上的方针，军事力量渐次扩展到苏、

皖、鄂、豫、湘、浙等省。1941年1月“皖南事变”

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在原有辖区

和游击区的基础上，适时推进各根据地建设，

以下属师一级建制为单位，在苏中（一师）、淮

南（二师）、苏北（三师）、淮北（四师）、鄂豫皖

（五师）、苏南（六师）、皖江（七师）和浙东（浙

东纵队）等地区建立根据地。新四军的歌咏活动

（合唱活动）、合唱创作与新四军的战略展开和

华中根据地的不断建设如影随形。

由于新四军各部所处态势和对敌斗争的情

况以及军部所处位置的变更，新四军的合唱活

动可以“皖南事变”划分为“云岭时期”和重建

军部以后两阶段。“云岭时期”由于部队尚未大

规模展开，部队文艺团体主要从属于军部，合唱

活动和创作相对集中于战地服务团等组织。重

建军部以后，随着部队展开部署和根据地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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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四军先后建设了鲁艺华中分院和抗大

华中分院（有艺术系）、苏皖边区行政学院（有

艺术系）、淮南艺术专门学校，开始草创华中抗

日根据地高等、中等教育。后虽在险恶的斗争环

境中未能坚持固定办学，但随着已经学成毕业

的学员各自归队，以及由华中鲁艺分院化整为零

成立的新四军政治部直属鲁艺文工团（下文简

称军“鲁工团”）和三师鲁艺文工团的活动，富

有根据地特色的艺术教育培训得以继续开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的歌咏活动（合唱活

动）四处开花、蓬勃发展，合唱创作稳步推进。

众所周知，多个声部的集体演唱是合唱的

主要外在形式。齐唱虽不是典型的合唱手法，但

却是“多声部合唱音乐得以发展的最主要的基

础”①。新四军歌咏活动的底色就是齐唱形式，新

四军普通连队的歌咏活动主要是齐唱，新四军内

设的战地服务团、教导总队文化队、“鲁工团”和

各级文工团、剧团的合唱活动则相对专业化、多

样化，并随根据地的稳固程度、专业人员实力的

强弱呈现出多声部合唱水平的较大差异性。

铁军战歌震江淮

○  石一冰

— 新四军的合唱活动与合唱创作

①汪毓和：《中国合唱音乐发展概述（上）》，《音乐学习

与研究》，1991年，第2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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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四军的合唱活动

1. 合唱活动的日常化、仪式化

（1）歌咏活动是新四军的“名片”

歌咏活动（合唱活动）是新四军区别于活

动区域内其他顽、伪武装力量的“名片”。在华

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阶段，境内的新四军、顽

军、伪军势力常犬牙交错般存在，作为当时国民

革命军序列的新四军通常配置“国军”的军服、

军械，这就使当时根据地的群众从外观上难以

区分。那时，“群众辨认新四军的办法之一就是

听歌声。如我军一支小分队夜间行军进村宿营

叫门时，老乡怕有误，让叫门的同志唱个‘风在

吼’（《保卫黄河》）。”②

（2）新四军的歌咏活动日常化

新四军的歌咏活动贯穿于日常活动中，是

新四军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连队每

天早晚都要唱歌，每个连队和每个伙食单位都

有一个俱乐部，并设一个文化教员。”③而“每次

举行大型集会，会场上的歌声总是此起彼伏，这

部分啦那部分‘来一个！’那部分又啦另一部分

‘再来一个’，这样的互相啦唱，使整个会场浸

沉在欢乐的歌唱的海洋里。”④

（3）新四军歌咏活动仪式化

合唱在新四军较为重要的仪式中不仅承担

着象征仪式始毕的作用，还在群体歌唱的形式

中体现出抒发情感、感染、宣誓、教育的作用。

例如“云岭时期”，“每逢军部有重大纪念活动，

安排文艺演出前，都先由服务团的同志来首歌

曲大合唱”。⑤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召开群众大

会或军民联欢会之前，通常先联络当地的乡长

或保长通知群众来参加，也会安排部队的战士

过来观看演出。晚会开始，“先由团长朱克靖或

其他负责的同志致词，接着是一出大合唱。由于

条件限制，合唱之后，服务团员便开始表演一些

短小精悍，对环境和道具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

戏剧”⑥。又如，1939年为庆祝“七一”节、建军

节和1940年纪念“三八”节大会，云岭新四军军

部教导总队文化队（以下称“文化队”）“指挥全

场演唱《新四军军歌》和《国际歌》”⑦；1939年

夏，新四军军部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攻高

潮，开展对部队的阶级教育，文化队“由顾宝璋

作词、何士德作曲，创作了悼念死难烈士的《追

悼歌》，并在短时间内，突击教练；在追悼大会

上演唱时，全场哀恸，群情激愤”⑧。

（4）新四军合唱活动对根据地民众影响较大

新四军歌咏活动并不局限于军队内部，在

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由部队文艺工作

者牵头，根据地的歌咏活动是寻常所见、遍及城

乡的。例如新四军三师驻扎的淮北根据地，由于

三师鲁工团工作的开展，歌咏活动十分普及，甚

至“乡村的儿童都能唱至三个以上的歌谣，歌咏

的力量使儿童融化在战争里面，某某敌人在萧

县已经占领了许多村庄，村里的儿童还是歌声

四起。勇敢的儿童把敌人的武装偷了很多”。⑨

又如1941年元旦，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

部大礼堂—盐城文庙，首演了一个月前刚由一

师的沈亚威创作的表演唱《大红灯》（李增援、

司徒杨作词），表演者按照作曲者的要求，由工

人、农民、商人、妇女、儿童和新四军战士组成，

“演唱者每人手执一红灯，内燃蜡烛，舞台灯光

关闭，层层迭迭的歌队，宛若一座灯塔”⑩，“台

②胡士平：《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活动的历史特点及
其意义》，《铁道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
37页。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
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四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第30页。

④吴强：《新四军文艺活动回忆》，《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4期，第76页。

⑤⑥陆海玲：《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研
究》，扬州大学2017届硕士论文，第27；38页。

⑦⑧鲁冰：《新四军的文化摇篮—文化队》，《铁流6：
新四军文化工作专辑—新四军文化工作研讨会论文集》，第
100、103；100页。鲁冰：《文化队生活散记》，《云岭》，1984
年，第12期，第15页。

⑨马洪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二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7页。

⑩《新四军歌曲》编委会：《新四军歌曲》，《大红灯》表
演说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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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下，群情激奋，将抗日军民的革命激情推向

了高潮。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创作和演出，歌曲

一直流行于苏北与苏中”⑪。

2.  歌咏团体高度组织化，师属及以上合唱

组织训练较严格

（1）歌咏团体高度组织化

武装力量通常具有高度组织性。进入相持

阶段后，在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一体化领导之下，

新四军与华中根据地歌咏活动是高度组织化的

行为，体现在各阶段、各层级都有体系化的歌咏

组织。

“云岭时期”，除少数部队执行东进、北上

的方针外，新四军主要力量集中于皖南地块，这

也集中了新四军的文艺工作者。这一时期的歌咏

团体主要有新四军教导总队⑫文化队（队长何士

德）、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团长孟波）、新四

军战地服务团⑬（歌咏组，组长沈亚威），新四

军各支队也派驻有战地服务团的文艺力量（称

为战地服务团第×大队）。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由于重组了下属的七

个师和浙东纵队，新四军歌咏组织进入分枝散

叶的阶段。主要歌咏团体有军“鲁工团”、鲁艺

华中分院合唱队、三师“鲁工团”以及各师、旅

属文工团或剧团。例如二师的抗敌剧团、大众

剧团（二师下属的旅还有四旅的抗战剧团、五旅

的前锋剧团、六旅的战斗剧团等），四师的拂晓

剧团，七师的大江剧团等。其中，鲁艺华中分院

合唱队是音乐系的艺术实践团体，经常配合政

治任务在盐城大众剧场演出节目，并深入部队、

学校、农村演出，先后排练演出冼星海的《黄河

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和章枚的《怒吼吧，长

江》《勇敢队》等不少作品。华中鲁艺集中办学

受挫后转制为军“鲁工团”和三师“鲁工团”，三

师“鲁工团”侧重戏剧，军“鲁工团”偏重于音乐

活动，曾演出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九一八

大合唱》和贺绿汀作曲的《一九四二年前奏曲》

等⑭。

（2）师属及以上合唱组织训练较严格

由于专业音乐人才的短缺和各层级文艺团

体歌咏水平的差异，形成了上级团体带动、培训

下级团体的网络以及专业化、普及化互动的格

局，偏大型的专业合唱作品通常由师级以上的

文艺团体承担，基层文艺团体以表演相对简单

的歌咏作品为主。

“云岭时期”的合唱训演很少留下细节

信息，但一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观看新四军文

艺表演的观后感，也能呈现出当时新四军文艺

团体的合唱水平。1939年新四军军部举行纪念

“七一”晚会，晚会由教导总队文化队和战地服

务团联合演出，其中包括二部合唱《新四军军

歌》和四部合唱《国际歌》⑮。史沫特莱听后兴

奋地说：“我到新四军来，路过国民党地区，他

们对我说，新四军是土匪。试问，土匪能有这样

鲜明的抗击侵略者的政治激情吗？能够这样精

彩地演唱歌曲吗？能有这么高的艺术水平吗？这

显然是荒唐的恶意中伤。”⑯

新四军军部重建以后，师属及师以上文工团

由于能得到上级或驻团音乐家的指导，在合唱的

⑪曹建林：《苏北根据地抗战文艺研究1940–1945》，苏

州大学2012届博士论文，第134页。

⑫新四军教导总队是新四军军部直接举办的一所培训军

政干部的抗大式学校，从1938年1月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

历时整整3年，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政发展输出了4000–5000

名干部，下设有文化队，队长为何士德。

⑬新四军政治部领导下从事文化艺术和民运工作的团体，

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团长朱克靖，下设戏剧组、绘画组、歌

咏组、舞蹈组、通讯组、民运组。“皖南事变”前后，该团改组

为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和一师战地服务团。在3年时间里，

该团为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和民运工作作出了贡献，培养文艺干

部400余名。

⑭孟波：《战火中诞生的艺术学府—记鲁迅艺术学院华

中分院》，《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第175页。

⑮谢云晖、胡明、王于耕、林晖：《忆新四军战地服务

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回忆

史料（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⑯晓河、胡士平：《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新四军音乐活

动》，《人民音乐》，2001年，第10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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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准、节奏乃至队员具体发音等方面都有专业的

基本要求。例如，贺绿汀在“鲁工团”工作时期，

在自身资料遗失的情况下，靠记忆力编写了乐理

学、作曲法、和声学、对位法等讲义，何士德也编

写了声乐讲义，对学员进行系统的教学⑰，为合

唱队的训练扫清了障碍。在军“鲁工团”合唱队

的训练中，鉴于队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贺绿汀、何士德采用提高训练难度、“单兵教学”

的方式进行训练，不放过任何一处短板。据当

时的军“鲁工团”合唱队员回忆：“这部作品（笔

者注：贺绿汀新创作的大合唱《一九四二年前奏

曲》）对合唱队成员来说，演唱难度真是够大的，

有许多头一回遇到的难题。比如黄苇男高音的一

句朗诵式独唱，由贺老师亲自指导，就反复练了

许多遍。金虹和苏民是女高音主力，但采用花腔

技巧的唱法，也是第一次，在贺老师指导下，记不

清练了多少遍，直到有了高质量表现，才算‘优

良’通过。女声三重唱和男女四声部的练唱，都

是在贺老师、何团长的亲自带领下，克服重重难

关，反复练唱才算过关。而对于临时扩充到合

唱队的人来说，这部作品的排练就更是难上加

难，… …为了让这些新队员练准唱好，贺老师、

何团长又组织音乐队骨干，分别进行一个声部一

个声部的反复演练，一个人一个人地单个辅导，

最后由何团长或贺老师亲自验收。”⑱

师一级的文艺团体合唱训练也较严格。1942

年贺绿汀曾到新四军二师指导歌咏活动，他帮

助剧团同志学习音乐知识和理论，对提高音乐

基础知识水平、识谱听音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并用他创作的专业化合唱作品《游击队歌》

《垦春泥》《一九四二年前奏曲》等训练合唱队。

“他指导音乐训练十分严格，一丝不苟；大合唱

中常有人跑调，他也能凭敏锐的听觉，马上发现

并加以纠正。有些人半音唱不准，或对某种变化

音一时找不着感觉，产生了急躁情绪，甚至发牢

骚。对此，他决不轻易放过，但也从不批评人，总

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敲着音叉要求再重来，直至

唱准为止。有时他还亲自拉着小提琴做示范，引

导大家进行视唱练耳训练。”⑲新四军五师文工

团训练合唱时也比较严格，不留面子。该师文工

团团长唐亥排练《在太行山上》，“在‘兵强马又

壮’一句，别人都停顿了，他总要高声拉长半拍，

气得合唱指挥一边往队伍外推他，一边愤怒地

叫着—‘老唐不会唱，不叫他参加了！’”。⑳

二、新四军的合唱创作的阶段性、失衡性

1.  新四军合唱创作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

（见附表）

“云岭时期”的合唱作品数量约10部左右，

主要有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1939）、表演

歌曲《收获》（林因词，1939）、《渡长江》（赖少

其词，1939），章枚的《怒吼吧长江》（章枚词，

1940）、《勇敢队》（李增援词，1940）、《打大仗》

（司徒杨词，1940），孟波的《文化战士歌》（林

擒词，1940），沈亚威的表演唱《大红灯》（李增

援、司徒杨词，1940）。这些作品同时存在两种创

作风格，一类是以《渡长江》为代表的专业化作

品，另一类是以《文化战士歌》《大红灯》为代

表群众化作品，两类作品的数量旗鼓相当。无伴

奏合唱《渡长江》规模较大，开始的男声二声部

采用了类似船工号子的呼应手法，具有渡江场

面的描绘性；紧随其后的混声四部段落，作曲家

经常保持一两个声部作为伴奏声部（模拟划船

渡江的号子节奏），其余声部做模仿或同节奏织

体，合唱创作思维呈现出器乐化的特点，音乐形

⑰何士德：《记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上海市新四军

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纪念特刊》，1987年，

第316页。

⑱黄苇、金虹、许以倩、刘飞、苏民：《贺绿汀在新四军鲁

艺工作团》，《铁流6：新四军文化工作专辑—新四军文化工

作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第145–146页。

⑲郭仁怀、程东明：《贺绿汀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滁州

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28页。

⑳唐羽：《文人·战士—记父亲在新四军第五师的战斗

生活》，《我们的父母—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中原分会成立

十周年纪念文集》，2007年，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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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塑造精当、妥帖。《文化战士歌》短小精悍，

采用大调式，副歌部分采用二声部同节奏织体，

明显带有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群众化小型合唱

的主调化、声部简单化的特征。《大红灯》体现

的是根据地合唱创作民族化、民间化的追求，

沈亚威的这部作品全曲采用五声调式，并没有

在多声部组合方面用力，而是在表演形式上吸取

民间形式（如一领众和），在歌词方面完全是白

话和俚语。作品中出现了多处用人声模拟民族

器乐元素，如第二段和结尾歌词“朗里格朗”模

仿了民族器乐中的锣鼓点，并要求以较快速度

演唱，伴奏中使用的笛子和打击乐器的锣鼓点

的音响重合，烘托了热闹而欢快的氛围。 

军部重建后，新四军合唱进入大发展阶段。

各类型合唱、齐唱、轮唱作品数量在50部以上，

其中1941年11部、1942年15部、1943年11部、1944

年5部、1945年10部。在作品类型上，专业性的作

品集中出现于军部重建至鲁艺华中分院转型为

“鲁工团”之前的1941、1942两年，代表作品有何

士德的《新四军万岁》（西蒙词，1941）、贺绿汀

的《一九四二年前奏曲》（鲁军词，1941）、梅滨的

《保卫解放区》（万力词，1945）等几部；群众化

的作品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代表性作品有章枚

词曲的《一把铁锹》（1941）、晓河词曲的《我们

在抗大学习》（1943）和《练兵歌》（1943）、何捷

明词曲的《开荒歌》（1943）等等。

贺绿汀在《一九四二年前奏曲》中灵活运用

了和声化、对位化两种合唱织体，调性转换频

繁，人声音色配置的穿插、对比（花腔女高音、

男声宣叙调式的独唱、女声三部、男声四部、混

声四部）丰富，曲式结构严密，艺术水平较高。

该作品整体风格在当时显得有些“洋化”（类

似欧洲古典音乐的旋律风格），似乎与当时的

斗争环境“有距离”，并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遭到

“苛评”㉑，而实际上它是贺绿汀为鲁艺华中分

院音乐系和军“鲁工团”的学员充当教学范例

而创作的㉒，教学意义大于演出意义。何士德的

《新四军万岁》和梅滨的《保卫解放区》虽然

在技法上没有《一九四二年前奏曲》复杂，但在

旋律气质、合唱手法上却与之相通。

群众化合唱作品的特点是音域小、旋律风

格民族化、合唱配置少，甚至有些作品以轮唱、

齐唱形式创作（在训练、演出时可以临时变成

轮唱）。例如《一把铁锹》的群众化、民间化很

典型，作品如果不反复的话只有8小节，男声声

部演唱主要旋律（劳动号子风格），女声属于伴

奏、帮腔的作用，不断用“哎咳哟嗬”的劳动衬

词与男声声部的衬词“对撞”，描写群众帮新四

军挖战壕的情景。该作品虽然短小，但它却“可

以轮唱，男声先唱一小节，女声再开始；也可以

合唱，即一、三、五、七小节用男声独唱或男声齐

唱，二、四、六、八小节全体齐唱”㉓。这种群众

化的表演方式和合唱配置，充分说明了作品的

创作者、表演者和接受者的群众性审美心理定

势。晓河的《我们在抗大学习》和《练兵歌》手

法近似，都采用主歌加副歌的形式，也都在副歌

时用二声部合唱，不同的是前者是二声部同节

奏织体，后者则是用二声部轮唱。何捷明的《开

荒歌》采用的是一领众和的齐唱方式。与这几

部作品在手法上“雷同”的作品占了群众化作品

中的大部分。还有一小部分作品试图在专业化

和群众化之间求平衡，但实际上这一阶段的群

众化“拉力”远大于专业化“拉力”，结果可想

而知，这样的作品有黄苇词曲的《水上行军歌》

（1943）、吕若曾的《练兵进行曲》（惠春、洛古

词，1944，混声二声部）、晓河词曲的《革命的家

庭》（1942）等等。

2. 新四军合唱创作的失衡性

值得注意的是，与延安合唱创作中专业化

㉑倪瑞霖：《天地存肝胆  江山阅鬓华—贺绿汀的生

平和创作》，《音乐研究》，1994年，第4期，第11页。

㉒王洛夫：《贺绿汀在新四军鲁工团》，《文化战士天

地》，2011年，第308页。

㉓《新四军歌曲》编委会：《新四军歌曲》，《一把铁锹》

表演说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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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作品和群众化小型作品的相对平衡不同，

1941年后专业化作品和群众化作品在比例上出

现了失衡现象，专业化作品与群众化作品的比

例为1︰4。其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何士德、贺

绿汀、孟波等人1942年起先后调到延安鲁艺执

教，新四军最有作曲造诣的音乐家都调离了；其

二是由于1942年“讲话”结束的几个月后，延安

的音乐批评开始错误地批判了“无原则的合唱

主义”㉔，合唱成了脱离工农兵的体现，虽然华

中根据地与延安相隔甚远，合唱创作也未和延

安戛然而止的“大合唱运动”一样走向式微，

但毫无疑问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创作风格

的群众化被大大强化；其三，鲁艺华中分院及

其延续“鲁工团”始终未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办

学环境，学制上主要是短训班形态，因此对于

稍复杂的多声部音乐创作而言，不少学员通常

“力有不逮”。

新四军不同建制之间合唱创作的数量也

存在失衡性。由附表可知，军部直属文艺团体

以及一师、二师、三师的音乐工作者合唱创

作数量较多，五师、六师、七师的合唱创作数

量次之。合唱创作多的单位往往音乐人才济

济，何士德、贺绿汀、孟波、章枚等人均在军部

和一师、二师、三师工作、生活过。五师、六

师、七师的合唱创作者大多是经文化队、鲁艺

华中分院、“鲁工团”培训的学员，但创作起

步略晚，业务能力稍弱。此外，我们知道合唱

对于绝大部分抗日根据地民众而言始终是个

“外来事物”，无论音乐工作者如何使之民族

化，其在农村底层民众中的接受度始终不如

戏剧，在华中根据地某些敌情复杂多变、相对

欠稳固的地域更是如此，因此有些部队的文

艺团体开展活动时往往更专注戏剧活动㉕、民

运和普及一般歌咏活动，而无暇顾及合唱的

创作和提高，像新四军四师和浙东纵队的音

乐工作者在整个抗战期间几乎没有创作合唱

作品。

结  语

新四军合唱活动与创作既是新四军歌咏活

动和军歌创作的提升，也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

救亡歌咏运动的升华。新四军的合唱活动和合

唱创作是新四军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激励新四军将士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于发动、教育群众和改

造根据地社会具有特殊而积极的意义。

新四军的合唱活动和合唱创作还锤炼出

一支军旅音乐创作劲旅。沈亚威、晓河、张锐、

陈大荧、胡士平、朱践耳等等是其中的代表性

人物，他们是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三

野”音乐创作的核心力量。1949年由沈亚威、张

锐等10余人集体创作的《淮海战役组歌》㉖是解

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响当当”的两部大型合唱作

品之一（另一部是“四野”李伟创作的《辽沈战

役组歌》）。并且，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始将

合唱创作中的经验推进到更为宽广的戏剧、器

乐领域中，可以说新四军时期的合唱作曲者就

是后来解放军音乐创作的佼佼者。这些音乐家

在共和国成立后大多进入专业音乐院校深造，

但他们在抗战时期合唱多声部写作中的经验

（尤其是群众化）对此后他们的其他音乐类型

创作始终存在影响，并在后续音乐思潮的变化

中或隐或现，最终汇入了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

洪流之中。

㉔例如麦新在《是改变工作作风的时候了》（载延安《民

族音乐》第5、6期合刊，1942年9月版）谈道“近二三年来，在

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内，我们在工作作风上发生了相当严重的

偏向，那就是无原则的合唱主义和脱离群众的提高… …无原

则的合唱主义和高高在上的提高，正是脱离工农兵的一个具

体表现。”

㉕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影响最大的文艺活动首推戏剧，

其次才是歌咏，这与其他根据地无异。另外，华中根据地的戏

剧改良活动卓有成效，确实占用了大部分新四军音乐工作者的

精力。

㉖《淮海战役》组歌由向增、宋珑、韦明、岁寒、向彤、闻

达、王杰作词，余频、何仿、龙飞、沈亚威、陈大荧、张锐、朱践

耳等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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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新四军抗战时期合唱创作表（以收入《新四军歌曲》《盐阜区新四军抗战歌曲选》为主）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乐派研究”（项目编号：19ZD13）子课题《中

国乐派的创作和表演研究》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田  林

（上接第18页）

院长王黎光教授致辞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声乐

由民歌传唱到民族声乐再到中国声乐的三个阶

段的发展历程，中国声乐的建设正式提上了议

事日程。2018年12月8日，中国音乐学院召开中国

声乐教学体系建设研讨大会后，将学校声乐歌

剧系专业方向的“民族声乐”正式更名为“中国

声乐”。

从中国新音乐，到民族声乐，再到中国声

乐，有关中国声乐的观念自觉跨越了超过一个

世纪的历史旅程，成为中国音乐界影响巨大、寓

意深远的一项世纪性的理论工程。它涵容了几

代中国音乐人深刻的思考和卓越的实践，其中

的每一步探索、每一波倡导以及每一个论题的

争辩，都包含着值得尊重的科学热忱和理性精

神。中国声乐的确立可以与世界各国声乐艺术

和美学原则进行对话，以此确立中国音乐人的

文化自信：文化传统自信和文化优势自信。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

项目“中国声乐艺术研究”（项目编号：19ZD14）的

阶段成果。

果，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中国声乐”理论

阐析和倡导的热潮，周小燕重新提出了“中国

的新声乐艺术”，王宝璋明确提出《弘扬中国唱

法》，虽然将这篇发表于1992年的文章称为“第

一次运用了‘中国唱法’这一名词”㉓多少有些

可商榷之处，至少早在1950年，周巍峙就使用了

“新的中国唱法”这一概念。1996年，中国声乐

学会暨中国唱法研究会论坛举行，标志着“中

国唱法”进而“中国声乐”的概念在一定范围内

成为理论倡导的普遍共识，并成为音乐文化建

设中的可操作性表述。

几十年来，经过几代声乐工作者的辛勤耕

耘，在声乐体系建设、理论研究、教材开发、艺

术实践等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国

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声乐艺术人才，特别是以

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教授为代表的声乐工作

者们，他们在纵向继承和横向借鉴的基础上，

赋予了中国民族声乐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

时代性的特质，推动了中国声乐的快速发展，中

国声乐体系的建立已成为必然。

2017年12月6日，美国茱莉亚学院授予中国

音乐学院杰出校友彭丽媛教授名誉博士学位仪

式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举行。中国音乐学院

责任编辑：田  林

㉓张建瑜：《关于“中国唱法”引起的思考》，《黄河之

声》，2007年，第2期，第25页。


